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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最初的移动通讯工具发展到今天的智能化运用，手机在功能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不断开发出来的应

用程序和与之相应的功用，使得手机从各个方面进入人们的生活，大大拓展了人们生活的边界。与此同时，
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进入到手机之中，丰富了手机的内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手机象征着机主的主
体，是其私人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组成部分。手机也是人们进入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之一，作为技术之物，手
机似乎重新组织了人们的生活，人们越依赖手机，手机就越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是
技术发展的结果，它跟今天社会的体制、信息化程度和监控环境相关，跟社会一体化进程相关。而今，手机
也成为监控人们的有效工具。由此手机成为人们亲密的异己者，也许有朝一日，它会成为可恶的异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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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手机是人们不可须臾离身之物，它不仅是人们信息交流的工具，也是进入某些场

所的导航仪、许可证和身份证。离了手机，人们简直寸步难行。
有研究者曾把手机比成是人体的一个器官: “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

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
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①这一比喻尽管生动，仍然道不尽手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因为手机的功能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不断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和与之相应的功能，使得手机

从各个方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大大拓展了我们生活的边界。当然反过来说也行，即我
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进入到手机之中，丰富了手机的内涵。生活既是我们过去的延续，是
习以为常的过程，也是未来的起点。而手机似乎是朝向未来的通道，手机的出现是迄今为止
最奇特的现象，许多新科技都可以在手机这个终端得到展示。
如果说在手机出现之前，某些人工器官( 假肢、假牙、心脏起搏器) 打破了有机物和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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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物与机械之间的界限，那么手机的使用则打破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界限。依照斯蒂格
勒的说法:“在机械物和生物之间，技术物体成为一种不同性质的力量交织的复合。”①手机
作为技术之物，似乎重新组织了人们的生活; 人们越依赖手机，手机就越干预人们的日常生

活。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它还跟今天的互联网、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和
监控环境相关，跟社会一体化进程相关。亦即手机并非一开始就成为人体的特殊器官，它是
随着其自身功能的不断开发、经济生活的运作、商业竞争、社会相应的制度变化等情形，才逐
渐演变成今天这种状况的。

一

手机最早是作为即时通讯工具和移动电话面世的。手机的基本功能就是保证人们在不
断移动和变化的环境中和他人保持联系。手机刚刚出现时，人们对它的依赖还没那么严重，
只不过没有手机，许多信息无法及时传递，人们会浪费许多时间成本。由于其体积较大且价
格昂贵，手机很少成为私人专有的通讯工具。有些企业单位买了手机，是公用的，谁出差就
谁携带。有的老总外出，秘书帮他提着手机。随着手机体积的缩小，价格的下降，它才逐渐
成为我们的私有之物。第一代手机只有语音通话功能，然而语音通话在 150 年前出现时，确
实有点石破天惊的意思，人类有了语音的远距离传递，克服了空间障碍。克服空间障碍有时
就意味着消除了时间的间隔，因为传递信息是需要时间的，人们之间的一切距离间隔几乎都

需要用时间来填平，有了电话，不仅跨越了空间距离，也缩短了时间差。当然，电话的出现不
仅仅消弭了信息交流的时间差，还有着情感的交流; 在情感交流的背后，是主体的在场。电
话的声音尽管是模拟的，它不是说话者的真声，但是听话的另一方并不怀疑对方的存在，只

有在某些悬疑电影中，观众才能看到伪装的语音的欺骗。
麦克卢汉曾认为，在我们的传播研究中，电话传播并不为人所关注。这可能是因为电话

的交流内容相对私密的缘故，不像纸媒、广播和影视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留下了公开
的丰富的研究资料。例如电话和留声机几乎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同时发明，但是德国的传媒
学者基特勒却更关心留声机，大概是因为留声机能打破时间的制约，使声音储存和流传下

来，为公众所享有的缘故。现代科技能够把真实的世界转化为抽象的数据保存下来，能够把
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数据作分流处理，这些给了基特勒以灵感，使得他把这一现象和拉康的
主体建构理论联系起来，并认为“拉康对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方法论区分’就是这三
者分流的理论版本( 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历史效应) ”。② 在技术介入之前，我们想象原初的世
界是混沌不分的，其实人类的五官显然是将对象作分流处理的。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视觉
和听觉慢慢成为其中最敏锐的器官，而随着文字的产生，听觉又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所以诗
人里尔克认为，相对于阿拉伯诗人，“现代的欧洲诗人在利用五种感官功能时却相对单一，而
且感官发挥的作用也不均等，只有其中的一种———将世界尽收其中的视觉———仿佛一直处
于支配地位; 相对而言，由于疏于倾听，听觉做出的贡献非常微小，就更不提对其他感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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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漠视了，它们只是活跃在意识的边缘，活动空间极其有限，还要不时地被打断”。①

里尔克感叹，听觉受到欧洲诗人漠视的年代，正是广播兴起的年代。在相关领域，人们
开始有了对听觉和声音传播的关注。因此，美国学者洛厄里和德弗勒在追溯传播学效果研
究的里程碑时，将早期的广播研究分别列入第二和第四个里程碑( 《火星人入侵: 广播使美国
陷入恐慌》《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 使用与满足》) 。可见，只要进入大众传播范畴，一定会
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同样是语音传播，由于电话囿于人际传播，又有私密性，所以较少受
到关注。虽然在马克·吐温和卡夫卡等的小说中均有使用电话的情节，但他们对电话交流
有着恐惧和怀疑。② 因此，手机最初的兴起并没有引起传播学研究者太多的兴趣。不过手机
注定会以其特有的私密性及其与主体建构的密切关系，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二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少部分人拥有手机，那么它很难真正进入个人的私密生活，手机的微

型化和大众普及，使得它进入了人们的私人空间。由于手机和机主关系是固定的，它是机主
随身携带之物( 和座机的最大区别) ，所以手机的功能有了变化。它不仅仅是即时通讯的工
具，还记录了机主的情感和隐私，因此手机成为主体的一部分。
主体在哲学上指的是一个拥有独特的意识并且拥有独特个人经历的存在。因此，主体

主要指我们的精神世界。关于主体的建构和形成，曾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马克思将主体置
于经济关系中，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将主体置于理性关系中，尼采将主体置入到的关系中

……福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③现今，主体在陷于上述种种关系之后，又跌入了电子技
术的网络之中。当我们的个人情感和精神的历程和手机相联时，手机就是主体的某些组成
部分( 这里主要是指个人和他人交往，或发生情感联系的那一部分，纯粹的内心情感和思想

不一定显示在手机上，比如我们的某些深邃的思考) 。手机除了通话功能，还有留言功能，即
手机短信( 最早的手机没有留言功能，BB机有留言功能) 。当手机将语音和文字的两种功能
聚于一身时，情况就有了不同，即声音和文字留言能够在全天候的情况下实现无间断的人际

交往。在拉康的意义上说，它打破了真实界和象征界之间的明确界限，或者说融合了两者的
领域。这也表明手机和我们的主体有了双重对应的关系。而基特勒预言的“‘人’分裂成生
理结构和信息技术”的情形再次得到了扭转。④

笛卡尔以来的主体理论强调的是自我意识中的理性精神。作为对前者的反拨，叔本华、
尼采到福柯则注重的是意志、身体和欲望，而手机中的主体与后者的联系比较紧密，更多的
是展现人们的情感生活和隐秘的欲望。难怪在手机普及使用之后的 2003 年，冯小刚的电影
《手机》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反响。这是一部有关私人情感纠葛的作品，电影主人公严守一匆
忙出门，把手机落在家里，手机上泄露的信息成为导火索，致使家庭生活破裂，夫妻离婚。同
时期，国外也有类似的电影，以手机为题材，探索个人的情感经历和私密生活，涉及的是家庭

和两性关系伦理。夸张一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机故事，这些不同的手机故事记录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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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同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当手机和机主分离时，机主的一部分隐秘也有可能被分离出去，
成为他人审视的对象。这就有点“主体去中心化”的意味。
早期的哲学家往往于个体内在独立的语境中探讨自我的形成，所以福柯在有关《主体解

释学》的演讲中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德尔斐箴言“认识你自己”。其实不同的时期、不同的
语境下，对“认识你自己”的解释不相雷同。例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认识你自己’，这只是
不断提醒人不要忘了自己只是一个不免一死的人、而不是神的劝喻，它告诫人不要把自己的
力量估计得过大，也不要与神的力量较量”。①福柯想表明，人们对自我的认识是在一定的社
会和人际交往环境中达成的。
当手机成为主体的某种组成部分时，或者说以手机象征主体时，我们不难理解这一象征

是建立在与他者不断交流的基础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手机是人们渴望与他人密切交
往的产物，也是当代社会生活中最有效的人际交往的媒介。由此，马克·波斯特在其《信息
方式》一书中展开了“交流与新主体”的话题。他说:“电脑音讯服务为交谈的进行提供了新
的途径。我相信，电脑交谈对自我构建过程进行了全新的构型。主体在电脑交流中被改变
了，被消散在后现代的时 /空、内 /外以及心 /物语义场中。”②在例举了若干电子社群的交流
记录后，马克·波斯特又称，“一旦与音讯服务相连，一个人的主体性便犹如春花怒放”，“我
所要强调的是。当某些用户坦言，他们在电脑交谈中流露出的亲昵言行，比他们对相处很久
的配偶所流露的还要多的时候，电脑交谈往往被认为比传统的交谈更加重要。虚构的主体
性可能比‘真实的’自我更具‘本真性’”。③

所谓“虚构的主体性可能比真实的自我更具本真性”，应该是指电子媒介( 包括手机) 加
剧了人际交往的频率，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增加了主体内在的丰富性。主体的建构并非在成
年后就定型，它一直在交互中不断地重构，或可说电子时代的主体就是交互主体。这里的交
互主体并非胡塞尔早年提及的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在胡塞尔那里，交互主体中的他人，是呈

现在自我意识中的他者，所以是一个“他我”的概念。胡塞尔特别提出了“同感”这个术语，
认为:“同感是对陌生身体的感知和我对一个陌生意识的假定，它当然包含在我的意识联系
中，并且，对于同一个确定的动机联系而言，同感以某种方式意味着一种联系，一种类似于那

种与单纯事物感知相联结的联系，但它又是一种根本不同的联系。”④后来，在其《危机》中，
这一术语又演变为“单子共同体”“同一个世界的意识”“一个共同的世界统觉”等。⑤显然，
胡塞尔希望不同的主体在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某种共识。然而，在后结构主义哲
学家看来，主体的交互并非是为了达成共识，因为每个主体都是开放的，且是不稳定的。既
没有自明的主体，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主体，只有在具体的语境和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主体。例
如德里达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被建构的，语言是开放的、未完成的，所以主体本身也是无法
完成的; 朱迪斯·巴特勒则上承德里达的思路，认为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一个语言学结构; 它
不是给定的，而是一直在形成之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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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语言学结构说的是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即主体是在语言中逐渐形成的。
不过说到语言，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的语言和日常语言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没有什么器
物比手机更像是一部语言机器，一个不断制造语言、传递语言、储存语言的机器。这不是事
先设定程序的语言学习机，作为日常生活语言交流的机器，手机和固定电话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由于手机的私密性和随身携带性，它扩大了主体的交际范围，提高了交往频率，同时又

有了交往中选择的自由。这一选择的自由使得交互的双方总是能在庞大的人群中找到相近
的知音，而正是在类似知音的一个小范围内，主体才有相对稳定的建构语境。
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别是很小的，从这一点而言，不同的主体也许能达成胡塞尔所说的

“同感”。然而，由于每个个体的独特经历和所处的环境是不相同的，因此在其开放的形成过
程中，主体会呈现出多样性，这些多样性最后不会走向一统，或者处于“同一个世界的意识”
之中。亦即不同的主体是在各自的语境中形成，所以没有固体一般稳定的主体。因此也有
的学者认为，随着手机等现代传媒深度参与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人作为传播主体与接受
主体的主体性地位不断遭遇虚置”; 而主体性虚置的多重表征则是降维的主体—极化的主
体—透明的主体—偏见的主体。①

三

智能手机出现后，手机的功能有了一个飞跃!

当手机和互联网融为一体时，它不仅仅是人际交往的媒介，也不仅仅是人们情感和隐私

的庇护所，它几乎是人们进入社会各个领域的通道。当然，它首先是人们获取各种信息的媒
介。年轻人在手机上获取的是娱乐和流行文化的资讯，老年人在手机上传播各类养生之道，
吃货们在手机上晒各种美食，驴友们在手机上交流的是天地山水间的乐趣。由于手机，我们
已经成为信息饕餮者。每天睁开眼，接收到大量的信息———有用的或是冗余的信息———这
些没有经过甄别和筛选信息，使我们感到外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体会到周围世界的日新

月异。
以前人们将手机比喻成人体器官，它仿佛是耳朵或眼睛的延伸; 而今天再将手机看成是

人类的器官，情形又有所不同。这是自然人从未有过的器官，它不是人体的自然性器官的技
术延伸，也不是人工组装的人体单一器官如假肢假牙等。手机更像是某种社会性器官，承担
人们与社会交际的综合性功能。
或许今天的手机可以称之为“无身体器官”。即手机这个器官不是针对特定的人体，这

个器官是随时可替换的，没有与人体的匹配度问题。且手机的更新换代和款式的多样性在
不断地诱惑着机主，迎合他们喜新厌旧的心理，因此在某些年轻人和手机控那里，这一“无身
体器官”更换的频率还特别快。在一些小青年那里，手机某种意义上就是使用者的皮肤和外
观，就像他们不断改变自己染发的颜色，口红或者指甲的涂料。
当然，本文所说的“无身体器官”与齐泽克意义上的“无身体器官”并不相同，不过也有

某种关联。齐泽克所谓“无身体器官”是在讨论德勒兹等理论时所提出的，是对后者“无器
官身体”说法的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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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与身体在弗洛伊德以来的有关欲望的理论中是一对有机的组合的概念: 孩子在其

身体的成长过程中，欲望的表征可分为口腔期、肛门期、生殖器期等。但是在德勒兹看来，欲
望不能由具体的个别的器官来表征，因为“欲望不是部分客体”，也不是“组合主义 /有机体
系”。欲望“是一个反表征主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可以自我创造出表征 /压抑情景的原始的
流”，故而“最纯正的欲望就是力比多的自由流动”。①德勒兹着重强调的是欲望的整体性和
不可分割，又认为“每一种器官都是平等的”，在非等级化的空间中，器官之间会呈现出无序
的多样性。②然而德勒兹关于欲望既是自由流动，身体又不是有机体的观点很难自圆其说。
所以，齐泽克称《反俄狄浦斯》“被争相认为是德勒兹的最糟糕的著作”。③他反驳道: “为什
么是无器官身体? 为什么不能( 也) 是无身体器官? 为什么不是身体———这个自主性的器官
可以自由流动的空间呢?”④其实身体也罢，器官也罢，它们都是物性的; 相对于意识，相对于
主体，身体本身就像是一个大器官。身体这个大器官所承担的生理功能保证了人体的平衡
和协调运作，当其中的某些机体部分出现缺损时，另一些机体会接替和承担那部分有问题机

体的功能。由此可以说，身体与器官、理性与欲望、主体与无意识都是在具体语境中相对的
概念区分，并无不可逾越的固定的边界，正如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所说的: “自
我意识就是欲望。”⑤意识作为精神现象，可以看作是理性和欲望的共同根基。
齐泽克和德勒兹都赞同伯格森的观点: “因为人具有意识，而这正使得一个生命体最终

能避开自己的物性( 机体) 界限，上升到具有神圣完满状态的纯粹精神的统一体。”⑥而今，这
纯粹精神统一体受到了现代高科技的挑战，随着生命科学、生物科技和电子科技的结合，在
工厂的流水线上，人类可以制造大量的无身体器官，医生也可以在人体中安装各类器官。这
些装配线上的无生命症状的器官一旦进入人体，就成为可以互相替换的、没有个性特征的配
件，安装在任何个体身上都行。相比这些无身体器官，智能手机具有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对
于一出生就见证手机的 00 后一代人来说，手机就是人生成长的见证，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就是说，当语音、文字和图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即手机既是
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大器官，又是我们的第二主体，或者说是社会性主体。也就是说手机曾经
是我们情感和隐私的一部分，现在是我们主体中和社会最为紧密相联的部分; 或者说主体一

分为二，分为意志和表象( 借用叔本华概念) ，内在的部分是不可知的( 意志、物自体或者说
本质) ，外在部分就是我们的表象，手机所呈现的一切是我们的表象。例如我们在手机上的
大量点赞，就如同我们对不同的人群报以同样的微笑。当然，在基特勒的理论逻辑中，我们
甚至可以将智能手机看成是某种“机械主体”，⑦特别是我们外出到陌生的地界，手机导航能
不断修正我们的行进路线，似乎有某种自反性。不过，斯蒂格勒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
不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技术的进展使得“物理学的无机物和生物学的有机物之间有第三
类存在者，即属于技术物体一类的有机化的无机物”。⑧ 智能手机就是有机化的无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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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在，我们来看看手机这“有机化的无机物”在我们身边发挥怎样的作用? 应该说某些
时候手机像是某种特殊的器官，但更像是人们进入社会生活的必由路径。
当手机引导我们进入社会生活时，它既是一条宽敞的通道，同时又是一道严密的屏障。

比如手机里的“健康码”变成红色，或者手机信号微弱，甚至手机没电，我们就会被整个社会
排斥，社会对我们关上大门。因为互联网和信息环境使得社会管理部门把这一媒介用作监
控社会人群的一个有效工具。今天的手机并非完全听命于手机使用者，它也是异己者，因为
手机同时也在监控我们，限制我们。
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健康码和行程码，就是一种制度性措施。当有关部

门把健康码作为查验手段时，就赋予了这一媒体特定的社会功能和地位。这里有一个关键
因素是手机实名制，应该说手机实名制是一种社会制度。跟随着这一制度安排，还有一系列
相应的技术措施。我们在网络上购买车票，只有在身份证和手机号对应后，才能进入下一个
环节。另外，当我们用手机来支付票款时，也是一种社会性制度安排。手机支付带来了种种
方便，而为这种方便所支付的代价是我们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监控之中。在许多场合，
人们没有现金支付的自由，据说有了手机支付后，现金支付就构成了麻烦，需要另一种系统

方式来应对，也许某一天，人们永远失去了现金支付的自由。
在冯小刚的电影中，手机还没有实行实名制，还处于暧昧阶段，所以它还没有成为一种

异己的控制自身的工具，那时的网络监控技术还不发达，其他的配套措施尚未跟上。但是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监控系统的完善，手机就成为社会统一管理的工具。也就是说人
们自己掏钱购买监控自己的工具，且不断地更新这一工具，使之更高效。由此，可以说手机
不是单纯的技术器物，不是只与个人自身功能相关的特殊器官，它是社会体制的一种新型的

权力技术。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把权力技术社会看成是监控社会，他借用边沁的
“圆形监狱”的提法，将学校、医院、工厂等对个体有规训权力和精神压力的机构和场所看作
现代意义上的全景监狱。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 在图
像的表面下，深深地掩盖着身体; 在交换的大抽象背后，继续进行着有生力量细致具体的训

练; 传播环路是积累和集中知识的支撑物; 符号游戏规定了权力的停泊地; 个人的美妙整体

并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制和改变，而应说“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
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①

上承福柯的思路，马克·波斯特在其《信息方式》一书中称:“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他
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
监督技术的数量增加导致了权力微观物理学中的质变。然而人民大众已经收到监督的约
束，并参与这一过程。社会保障卡、驾驶执照、信用卡、借书证等等，个人必须申办、必须随时
准备好、并不断使用它们。每一次使用都被记录、编码并加进数据库中。许多情况中，人们
自己动手填表; 他们便同时既是信息源又是信息记录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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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波斯特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传播环路”和数据库时，显然没有料到短短十数
年之后智能手机的魔力。手机简化了社会管理设施，加强了社会的技术性控制。如果说无
处不在的摄像头是对人们的外在的监控，那么手机对人是内在的监控，手机所搜集和汇总的

数据，进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小的角落，甚至你每一天走过的步数、每一分钟呼吸的次
数都有意无意成为监察对象。
在这种意义上讲，手机从主体演化为异己者，当人们用手机和他人交往时，人们知道什

么信息可以交流，什么信息须谨慎应对。不过尽管是异己者，手机是“亲密”的异己者，因为
它和我们朝夕相处，目前它带给我们的方便大于麻烦。有了困惑或难解的问题，我们首先习
惯于求助手机和手机背后的互联网。随着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依赖手机的程度越
来越甚，人们被监控的程度就越深，范围就越广。人们使用手机时留下的大量数据不仅揭示
了机主的行踪，也泄露了他的思想与欲望。因此，美国老牌杂志撰稿人富兰克林·福尔称
“数据就是新型石油”，因为科技巨头和大商家就是通过大数据来牟利的。福尔在《没有思
想的世界》中深深担忧的是，人们的思想和欲望被现代科技巨头全面控制。①

其实，哈贝马斯在 1973 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Technik und Wissen-
schaft als " Ideologie" ) 一书中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技术由本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
解放人类的力量，变成了一种政治统制的手段。② 是否可以说今天的手机的功能是哈贝马斯
这一观点最好的例证?

当然，对技术进步持怀疑态度的哲人历来都不少。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认为，技
术进步导致道德的败坏和人欲的横流。海德格尔则害怕技术的包围使我们成为“无根的
人”，使我们自然人的地位受到侵蚀。“现在存在的东西被现代技术的本质的统治地位打上
了烙印，这种统治地位已经在全部生命领域中通过诸如功能化、技术完善、自动化、官僚主义
化、信息等等可以多样地命名的特色呈现出来。”③

在海德格尔的年代，技术还谈不上是全面、全天候、无缝控制人的力量，但是今天这一切
都逐渐成为现实，成为英国电视剧《黑镜子》所预言的社会。也许某一天手机这“亲密的”异
己者会成为“可恶的”异己者! 它使我们动辄得咎。

〔责任编辑: 郑珊珊 马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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